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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在晚清东西文化传播中的历史作用
谢　骏

摘　要：以晚清在中国生活了４５年的著名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
论述：第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催化了中国传统社会

向现代的转型；第二，直接参与以康梁为首的戊戌变法活动并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

进程；第三，主持广学会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讲坛，增强他们变革落后现实的兴趣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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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逝世已经９０周年了。１８７０年，他受英国浸理会派遣，远涉重洋，来到风云变幻的乱世中
国，并在这里度过了４５年。在山东、山西两省发生 “丁戊奇荒”的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中，他融进基

层社会，亲身感受到晚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为了根除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开矿、修路等措施向当局进行宣传，得到了清朝官

员的承认和支持，也由此打开了结交权贵进入清朝权力上层的大门，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

鸿章、张之洞，到翁同騄、恭亲王、庆亲王，都与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他主持广学会工作长达

２５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体资源传播西学，鼓吹变法维新，致力于社会文化教育改革，赢得了知
识分子的信任和好感。最为典型的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从他那里得到了

启发和教益，就连孙中山也与他打过交道。他除了用言语影响人们的思想而外，还用参与戊戌变法的

实践，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建议，作出了常人难以比拟的贡献，因此受到了光绪帝的赏识，被聘请

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后因慈禧提早发动的政变，而未能就职。晚年他还经手筹办了一所中西结合的山

西大学，分为中、西两斋，为深处内陆的山西省洞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

李提摩太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为中国历史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人们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清朝的高

官大吏们把他看作 “豪杰之士”，洋务派称他为 “中华良友”，广学会同仁颂之为 “道德伟人，博爱君

子”，大清皇帝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殊荣［１］（３７２）。在他的故乡英国，威尔士大

学授予他法律和逻辑学博士，美国佐治亚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这些都说明当时在中国、英国、美国对他的成就是认可的［２］（３０５—３０６）。

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建国到８０年代，他在中国的评价，归入了反面教员一类，被
认定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甚至诋毁为 “一只狡黠的带着面具的狐狸”、“一个披着

羊皮的狼”。这显然带有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绪化色彩，脱离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我们

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有条件有可能对他在中国最为需要的时刻，依靠自己的辛劳，及时地大量地引进、

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他认为能治理中国社会的方法和技术，开启民

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交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影响作出实事求是

的评价，这是十分应该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

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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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 《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

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

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

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 ‘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３］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

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

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

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

纽的作用。

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 （Ｅ·Ｂｅｌｌａｍｙ）的小说。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至１８９２年４月的 《万国公报》刊登了 《回顾》（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ｗａｎｄ）的节译，译名为 《回

头看纪略》，１８９４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 《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１８８８年在美国初次发

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１８８７年沉睡到２０００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

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

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

《大同学》（原名 《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 《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

著 《百年一觉》是 ‘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 《百年一觉》者，殆仿佛 《礼运》大同之

象焉”。［４］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

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

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１８９８年，他与任延旭合译

了１８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 《天伦诗》（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Ｍａｎ），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

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

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

意图。从 《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

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

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

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

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５］

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 “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

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１８９９年９月发表的由他与蔡

尔康合作的 《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１９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

透 （康德）是 “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 （费希特），一曰鲜麟

（谢林），一曰海格 （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

精”。［６］（６５７）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

所未闻，十分新鲜的。

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

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 （Ｂ·Ｋｉｄｄ）的 《社会进化》（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翻译成 《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１８９４年出版，１８９９年２月至５月 《万国公报》发表

了前４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１０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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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

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 “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 “百工领袖著名者”，

《资本论》为 “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

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

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

用以安民而救世。”［６］（６１４）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

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

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 《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 （当

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 《十九世纪史》，１８８９年在伦敦出版，１８９４年３月至１８９４年９月在 《万国

公报》上以 《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１８９５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 《泰西新史揽要》，

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 《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

家的现代史。全书２４卷，共８册，正文２３卷，附记１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

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１９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

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

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

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

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７］（２１９）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 《读西学书法》中称赞

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８］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

该书 “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１９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

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 “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

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

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９］１８９５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

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

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

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

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

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

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戊戌变法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

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

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

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

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

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１８７５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 《烟台条

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

军。１８８０年９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 “在全国，受

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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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写 《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 《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 “基

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

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６］（１０８）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

往，所以１８９０年７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 《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

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１８９４年结集名为 《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

纪泽还以 《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１］（２０４）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

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騄、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

交道。

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

蓝本。“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 （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

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１０］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

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７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
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１］（２３４—２３５）这些都说明李提

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

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

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 “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

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 “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

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７］（２４６）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

“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 ‘指南针’

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２］（２０５）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１２日翁同騄口头提出要他写
一份 “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１１］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 《万国公报》１８９６年 （光绪二十二

年三月）上的 《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 “广开言路”，

“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 “兴民权”，“设议院”，［１２］ “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

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 ‘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７］（２４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

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

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

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

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

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７］（２５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

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

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
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

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

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

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

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三、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论坛，

增强他们变革现实的责任心

　　广学会是晚清对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李提摩太从１８９１年始至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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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止担任广学会总干事，在这期间他 “推出的原创著作或翻译作品数目超过１００种，通过报刊书

籍与这块土地上的重要人物私人接触，他的影响已经使他的名字和广学会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

知”。［２］（１７０）这是他的传记撰写人苏慧廉对他的评价，说明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评价人的劳绩除了取得的成果之外，还应考量他比起之前的人做了哪些不同的事情，影响的

范围大小。关于业绩方面，我们可以从两个统计数字窥豹一斑。其一是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订阅的１２９本

书中，广学会出版的就有８９种，李提摩太的书有７种：《救世教益》、《七国新学备要》、《百年一觉》、

《三十一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泰西新史揽要》、《生利分利之别》［１３］（２５１），是被选入最多的一个

作者。其二是１８９２年，维新派人士编辑的 《皇朝经世新编》，收集了与变法有关的文章共５８０篇，作

者有５２９人，其中李提摩太被选入了３１篇，仅次于梁启超４４篇，康有为３８篇，居第三位，足见李提

摩太在编者心中的地位。［７］（２４５）

广学会是在李提摩太手上改名的。它原先是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１日由上海的欧美各界人士联合组成的同

文书会，简称 ＳＤＫ，直译为 “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１８９２年更名为广学

会。该会的成员有外交官、税务司、洋行代表、传教士和律师、医生、编辑等，自成立起就由当时中

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ｒｔ）任总理，由传教士担任协理，首任协理兼书记的是韦廉

臣。１８９０年８月韦去世，由艾狄斯 （ＣＳＡｄｄｉｓ）为代理干事，１８９１年１０月由李提摩太正式接任，主

持同文会，并选为改组后的广学会督办。１８８９年１月３１日复刊的 《万国公报》，就成了同文会—广学

会的喉舌和言论机关。

李提摩太接手以后，坚决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逐渐减少出版宗教书籍，而增加世俗性书

籍。他首先做的一件不同于他人的工作就是对受众的调查。１８９１年 《同文书会年报》 （第四次）中详

细记录了他的调查结果：“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文官２２８９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１９８７人，府视

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１７６０人，大学堂教习约２０００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和顾问及协助人员

２０００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姑且以６０万计算，以其中百分之五为重点，计 ３００００

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百分之十计算，计４０００人，以上共计４４０３６人。这个

数字，从整个中国来看，平均每县只有 ３０人，但是，影响了这四万多人，就等于影响了整个中

国。”［１３］（４５）李提摩太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这样去做，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习惯的了解。李提摩太的理

由是：中国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士大夫的支配，以至 “有地位有学问的人怎么说，怎么信，一般人民往

往跟着怎么说，怎么信”，所以：“必须先影响这群人的思想，然后通过他们，去影响四万万的中国人

民。”［１４］一百多年前，能够认识到对于传播效果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对受众接受习惯、文化程度以及受

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上，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有选择地去规定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方位的制定，这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

李提摩太接掌广学会会务以后，又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地方是直接进行社会教育，其办法是举办征

文活动，获胜者颁发重奖。这是他和林乐知合作借用中国科举制所养成的士人心态，仿效科举命题考

试中的策论形式，在中西书院内特设评判会，由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组成。广学会通过 《万国公报》

举行的征文活动有３次，第一次是１８９０年８月到１８９３年１０月，共有５位作者提交了１０篇论文；第二

次是１８９３年，共有３０个题目，范围很广泛，涉及到西艺西学西政西教诸方面；第三次是１８９４年是规

模最大的一次，共拟了５道题目，在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广东参加举人考试的考生中散发征文启

事，《万国公报》上也登载征文启事，进行广泛宣传，到１８９５年１月５日截止，共收到应征文章１７２

篇，康有为当时以康长素之名的征文获得了六等奖，得到了四两白银。康有为后来热心变法，连续上

书皇帝，以及他办学会、办学校、办报纸，连报名也取与广学会相同的名字 《万国公报》，不难看出他

受到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影响非同一般。他在回答香港 《中国邮报》编辑的提问时，直接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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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７］（２４１）

随着教会中学纷纷兴起，还出现一批教会大学，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广学会又担负起了编写、

出版教科书的重任。１８９０年成立了 “中国教育会”，在１８９９年召开的年会上李提摩太被推选为会长，

在他主持下，出版的教科书不仅教会学校使用，而且中国人办的学堂也采用。由此也激励了中国人自

编教科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主持了在晚清有影响的文化出版机构———广学会，他又是广学会中译述最多、

影响最大的一位传教士。可以说他因广学会而名噪一时，广学会也因有他掌控而声名更加昭彰，他和

广学会在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想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晚清维新运动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

影响。

参考文献：

［１］［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Ｍ］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英］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Ｍ］关志远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金克木文化危言［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９２

［４］刘树森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译外国文学［Ｎ］译林书评，１９９８－０３－１５夏良才万国公报［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Ⅰ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６４０

［５］刘树森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译外国文学［Ｎ］译林书评，１９９８－０３－１５

［６］钱钟书主编，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７］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梁启超读西学书法［Ａ］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Ｃ］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４５５

［９］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８４

［１０］［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１年 上卷）［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５７１

［１１］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８１

［１２］王也扬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Ｎ］羊城晚报，２００８－１２－１７（Ｂ５）

［１３］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Ｍ］济南：齐鲁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陈白坚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出版的杠杆［Ｊ］出版史料，１９８７（２）

０３


